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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行政审批进退之间

提供审批“前置服务”

刚刚从天津市和平区行政许可
服务中心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谢玉
华，对记者回想起2003年刚刚上任时
的状况不胜感慨。当时，他碰到的最
棘手问题就是中介对“中心”的围堵。

“老百姓办照难，各类代办营业执照的
中介机构就‘火’了起来。”

中介的干扰虽然给“中心”的管
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也让“中心”
清楚地看到，中介确实具备专业化
服务能力，70 多页表格、271 项内容
的填写，中介与企业以问答形式仅
半小时就能够完成，轻车熟路。“既
然老百姓需要中介服务以缩短办照
时间，政府需要规范行政审批程序，
我们就应该将服务关口前移、提供
审批的‘前置服务’”，谢玉华说，在
市、区领导的财力物力和政策支持
下，他们选择了行政审批“中介全程
领办”的服务模式。

2007年，经过招标筛选，5家中介
进驻“中心”开展服务。

2009年，和平区行政许可服务中
心开始实行企业注册联合办理工作
模式，“全程领办”再次整合提质。企
业来到“中心”后，由“中心”工作人员
收件，按电脑派位分发到 5个中介机
构完成材料报送，而后再由“中心”将
材料报送至各审批部门。多个审批
部门“并联”处理审批案卷，最后由中
介机构通知企业一次性领取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公章、税务登记
证等。

2010年，中介领办的报件一次通
过率达到 98%，企业设立平均办理时
限仅为2.5天，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约
453.48万元。

“感觉就像进了烤箱”

中介全程领办服务给企业带来
了立竿见影的好处。

吴春燕所在的天津市世纪龙科
技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一年要为二三
十家入驻企业代办照，其公司曾在一
天之内为一家企业办理了撤资、增资、
转股三项审批。而在中介全程领办实
行前，这么多项目的审批材料报送，至
少要分3天才能完成。

企业办照前，至少要提供注册资
本验资证明和租房证明，也就是说一
部分资金已经固定在银行账户和房租
支出上，拉长办照时间直接影响到企
业成本。麦购(天津)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胡时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
来说，‘照前’成本占到总体投资的
5%，企业就不满意。特别是对注册资
本一千万元以上的公司而言，财务成
本将会非常高。如果是注册资本一个
亿的企业，办照时间缩短为5天，就可
以节约上百万元银行利息。”

天津市和平区工商联副主席刘
广文说，以前工商联经常要为企业办
照托人找关系。“现在这种事少了，中
介全程领办花钱不多，解决的问题可
不小”。自 2007年 6月“中心”实行中
介全程领办以来，4 年间共领办 7558
家(新办 3509 家，变更 4049 家)企业，
按照每件 200 元的支付标准，财政年
均投入37.8万元。

进驻“中心”的 5家中介机构，更
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万象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刘军
说：“除了‘中心’的管理，企业、各行政
审批部门多少双眼睛也在监督着我
们，感觉就像进了烤箱。但我们还是
非常愿意做这项业务。”她说，“如果单

独评估领办证照业务，我们只是不赚
不赔，但它带来的隐性效益特别大。
来‘中心’的企业都是源头客户，把他
们稳固住了，就有可能拿下代记账等
附加值更高的延伸业务。因此，我们
非常珍惜在‘中心’的服务机会，着力
做好品牌、拓展延伸业务。”

“小改革”破除的利益网

引入中介参与行政审批“前置服
务”，看似一项“小改革”，在实际操作
层面也曾面临“大阻力”。

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张霁
星对记者说，这种服务方式对原有的
审批理念和弊端形成了强烈冲击，它
既包含着新旧审批理念和办理模式的
冲突，也包含着明显的权利冲突和利
益冲突。

“可以说，原有管理模式下的既得
利益者，都是这项改革的反对者。”张霁
星认为，“引入中介组织，等于在企业和
政府部门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带、防火
墙，封上了一些人的口袋，吃拿卡要肯
定是没戏了。有的审批部门觉得自己
连表格都不用讲解了，感觉‘失权’‘失
威’了，实际上失去的是‘寻租’机会。
此外，围绕‘中心’的银行、刻章、会计、
验资等介绍费、咨询费、回扣这些灰色
收入也受到了遏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
条‘看不见的利益链’被斩断了。”

观察和平区这一“小改革”，分析
人士认为，政府退出不该管的领域，既
节约了管理成本又规避了腐败风险；
通过购买服务将职能延伸进入审批的

“前置服务”领域，给百姓投资创业提
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一进一退之
间，彰显出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
向。 《瞭望》新闻周刊

杭州：公民导向的综合考评

然而，“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改
成综合考评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除 2008 年因为一起地铁塌陷
事故，杭州市安全监管局被评为“不
满意单位”之外，从 2005 年至今的
其他年份都没有产生“不满意单
位”。越过“达标线”，对杭州市机关
来说已经不是难题。

目前的综合考评只能通过两
种途径对政府机关施加压力：奖金
和报纸上公开的排名。压力的减轻
已经显而易见，这让参与综合考评
制度设计的实践者和学者都不无担
忧。

曹佃杭说：“考评没有压力不
行，但压力过大也不行，它需要找到
各方利益最大获得的平衡点，这考
验着杭州的智慧。”

显然，“适度的压力”成为未来
杭州综合考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

在伍彬的设想中，解决这个问
题可以通过提高达标线或者强化绩
效考核拉开差距来实现。

一些机关干部告诉记者，综合
考评当中，社会评价和领导考核都
能拉开差距，但是目标考核却无法
拉开各单位的差距。因为每个单位
的目标主要是这个单位自己定的，
为了避免失分，他们不会提出自己
无法完成的目标。

伍彬告诉记者，关键问题就在
于每个机关对自己的工作都是最熟
悉的，目标管理也只有部门积极参
与，才能有效提升工作绩效。但是

如何制定出合理的目标，让其正好
达到“跳一跳，够得着”的程度，确实
还需要进一步实践探索。“这方面已
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打算借全
国绩效管理试点的东风，切实加以
实施。”

在韩福国看来，这也是杭州综
合考评目前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
就是政府绩效考评到底要考什么，
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杭州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实践
中，让陈雪莲印象深刻的是，杭州将
各个政府机关根据市民意见提出的
整改目标列入目标考核的一部分，
形成了一个“评价——整改——反
馈”的工作机制，这样可以优化政府
工作流程，更有力地推进政府绩效
管理。

褚松燕认为，杭州的成功之处
在于它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一些实
际问题，它所建立的一套考评指标
的考评结果与政府部门的实际感受
吻合度比较高，这也是杭州综合考
评能够持续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途径，杭州市综
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和诸多关注考
评的专家意见不谋而合——与干部
考核、任用挂钩。如果这样，伍彬认
为，即使都在达标线以上，排名靠后
就已经是足够大的压力。但要实现
这一点，需要在建立综合考评与干
部任用联动机帛上有新的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讲，持续11年的
杭州综合考评或许才刚刚开始。

《瞭望》新闻周刊

“我妹妹是杭州市政协委员，但是我觉得有时
她反映问题还没有我反映问题得到的反馈快。”当
了5年杭州市综合考评的企业代表，金成集团总裁
助理舒红亚越干越“来劲”。

2006 年第一次参加考评时，她可不这么认
为。她当时想：“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这么
在乎我的意见。”

于是她在考评最后的意见栏写了自己遭遇的
去政府部门办事找不到停车位的事，而且留了自己
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居然有人给我回电话！”
这让舒红亚万分惊讶：“原来提意见这么管用的！”

从2000年起，每年年底杭州市都要请市民为政
府机关打分、提意见，参与对政府机关的绩效考评。

公交在斑马线前让人、用公共自行车解决交
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杭州市每个区都有了行政服务
中心,这几年杭州市一点一滴的变化，综合考评的
推动功不可没。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社会调
查研究室主任陈雪莲从2007年起开始关注地方政
府绩效评估的创新实践，杭州是她所看到的案例当
中最有效果、最为深入的案例之一，“其最大的亮点
就是坚持‘公民导向’，坚持‘让人民评判，让人民满
意’的核心价值观”。

11年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余逊达参与
了杭州市综合考评几乎每一个制度的设计细节。他认
为，杭州所探索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建立了一种
民主的工作机制，是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新的探索。

综合考评的关键

如何保持“适度的压力”C

A转变干部作风的“杀手锏”转变干部作风的“杀手锏”

2000年 4月，王国平出任杭州市委
书记。杭州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
GDP增长率位列倒数第4。王国平认为
当时影响杭州发展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发展空间问题，二是市直机关作风
转变问题。

王国平的几份讲话记录显示，当时
浙江省对杭州市市直机关工作作风意
见非常尖锐，省内一些需要向外扩展的
大企业的经营中心本来是有可能引到
杭州，但不少企业认为杭州投资环境
差，转而去了上海。

发展空间问题则是指当年浙江省正
酝酿行政区划调整，准备将萧山、余杭两
市并入杭州市，调整后的杭州市面积可以
比原来扩大近3.5倍。萧山、余杭方面对
杭州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态度也颇为担心。

这样，杭州经济腾飞命系机关作风
转变，杭州市领导班子决心解决这个问
题。

当时民间总结机关“四难”——“门
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杭州市
决定进行市级机关“满意单位不满意单
位评选”，由市民评价对市级机关的工
作满意不满意，根据结果排列名次，最
后评出“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

为收到实际效果，当时规定了三条
措施：一是结果公开；二是经济奖罚；三
是连续两年被评为“不满意单位”的，对
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这一举措果然迅速扭转了杭州市
机关的工作作风，以至于王国平在后来
的讲话中评价其为转变干部作风的“杀
手锏”。

2000 年在杭州市下属一个县的机
关工作的闻悦(化名)，甚至因此迎来了
自己事业的春天。

此前，闻悦在这个机关工作已经有
几个年头，刚到机关时他对工作充满了
热忱，遇到有人来办事，他都非常热情地
将政策讲解清楚并指引来者迅速办理相
关手续。没想到，此举却招致同事不少

“风凉话”，甚至有人当面指点他：“不要
以为就你懂！你这样做，他们跑一次就
行了，我们的信息不就没价值了吗？”

2001年，评选活动延伸到杭州市各
区县的直属机关。当年 6月，闻悦被派
到该机关位于县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
窗口工作。没想到，闻悦的工作风格在
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他所在的窗
口不断受到群众表扬，群众满意度极
高。中心大厅里竞赛的“流动红旗”，自
从闻悦到了之后的下半年，也几乎被他
所在的窗口包揽。闻悦“大会小会受表
扬”，没过两年，被迅速提拔为中层干
部，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2001年、2002年两年，杭州市药品
监管局都被评为“不满意单位”，市政府
兑现承诺，对药监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
整。很快，杭州市实现了药店、处方、医
院、定点医疗机构“四放开”，有力地推
动了药价下降。

为了切实起到监督作用，杭州还采
用了暗访偷拍的方式监督机关工作人
员的作风，时任市委副书记朱报春还为
此接受了央视《新闻会客厅》的专访，全
国其他省市纷纷来杭州取经。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
余逊达告诉记者，药监局领导

班子的调整使得杭州市的部分干
部表现出高度的焦虑，与此同时，
评选办法的科学性也遭到质疑。

从老百姓的感觉来看，药价高
确实是问题，但药价问题不是药监
局一家的问题。

2003年，杭州市药监局领导班
子被调整之后，当年“满意不满意
单位”评选的奖惩办法立即作了相
应修改，调整领导班子的标准由原
来的“连续两年被评为不满意单
位”改为“连续3年被评为不满意单
位”。2004年，评选办法进一步修
改，2003年之前，评不满意单位是
采用“淘汰制”，即排名处于最后两
位的单位是不满意单位，2004 年
起，“淘汰制”和“达标制”相结合，
这样只要达到“达标线”，即使排名
最后也不会成为“不满意单位”。

2005年以后，评选办法有了重
要的转折。杭州市合并了“满意不
满意单位”评选和1992年开始实施
的目标考核，并增设领导考评，对市
直单位实行“综合考核评价”，此即

“综合考评”名称的由来。考评总分
100分，满意不满意评选作为社会
评价占50分，目标考核占45分，领
导考评占 5分。另外，如果各单位
有创新创优的做法还可以加分。

受访专家指出，社会对政府的
评价是一种外部评价，这种评价有
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老百姓往往对
政府的工作不是十分了解，只凭印
象打分，其准确程度要打折扣；其
优点在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压力，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打分，比较真
实。目标考核和领导考评是政府
系统的内部评价，内部评价信息比
较对称，但是公务人员迫于压力，

未必都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
所以这类评价在信度上存在不
足。二者相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杭州市委副秘书长、市综合考
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伍彬补充说，
民意更多地关注现实需求，但是政
府行为既要解决当前问题，又要兼
顾长远和全局。所以对政府机关
的绩效考评需要把外部评价与内
部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有
民主性，又有科学性，这样才能够
持续推行。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
褚松燕多年来一直关注公民参与，
她认为民众参与评价政府并不是参
与度越高越好，关键在于“适度”。

对杭州综合考评进行过深入
调研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政治系副教授韩福国则
认为，政府绩效考评是否公民导向
不一定取决于民众打分占比多少，
关键看民众的打分是否起决定性
作用，比如民众的打分是否最能拉
开差距。

记者查阅历年考评结果发现，
杭州综合考评最能拉开差距的的
确是社会评价。

杭州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曹佃杭说：“杭州市综合
考评从考评主体设计来看是科学
的，既有上(领导)、中(机关内部)、下
(群众)三个评价主体，又包含了内
(机关内部)、外(外部群众)两方面的
评价主体，形成了立体多维度考
评。现在关键在于怎样设置好各
方主体的权重大小，特别是怎样让
内外考评都能发挥出评价作用，缺
少一部分将会影响整个考评，从这
个意义上讲，杭州市综合考评还需
努力研究。”

B

办一个营业执照到底有多难？
政府行政审批部门说：不难，只需5个工作日。
企业老板说：真难，各部门的各种材料让人跑断腿，没一两个月下不来。

“这两家为什么‘唱’不到一块儿去？”天津市和平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原主任谢玉华有着这
样的理解：行政审批就好比结婚典礼，过程很短,但审批前的报件准备和一系列表格填写，就像是谈恋爱，“过程
很艰苦”。近年来，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持续进行削减项目、简化流程、缩短时间的改革，许多审批项目的办结
时限已大大缩短，但申报材料仍是“老大难”问题。

在天津市和平区，上述情况自2007年开始得到改善。由于当地政府在行政审批“前置服务”环节引入了税
务师事务所、会计服务公司等中介机构，企业办照时不再需要自己填写项目繁多的专业表格，反复退件的情况
大大减少，有效缩短了与行政审批部门“谈恋爱”的时间。而且，这种“全程领办”的中介服务还是“免费”的。


